
第 77 卷第 1 期 2024 年 1 月
Vol. 77 No. 1 Jan.  2024 065 ~ 077

数据“利益束”：数据权益制度新论

杨 东 白 银

摘 要  创设排他性、利己性的数据权利不利于海量数据的高效流通与多元价值的实

现，加剧了数据私权化与效用化之间的内生性冲突。在权益区分保护理论框架下，采取数据

利益保护进路更具正当性和相对优势。我国宜将数据利益作为数据权益制度的中心，建构

人与人之间动态灵活、有机立体的利他性数据“利益束”范式，以有效协调和整合多元主体之

间复杂的数据利益关系，并在数据“利益束”范式下，充分利用Web3.0以用户为中心的开放

式价值互联网效能，通过点对点的数据利益流通来构建全网络利益格局。我国还应建立合

理的激励与收益实现机制，促进所有数据主体共创和共享数据红利，在数据财产行为主义保

护模式基础上，建立智能化治理体系来保障数据安全，最终形成中国自主且更能适应数字经

济发展规律的新型数据权益制度体系，以此推进我国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数据要素市场；数据流通共享；数据产权；利益束；权利束；区块链技术；共票；

法链；ChatGPT

中图分类号 D922.28；D92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1-0065-13

基金项目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21LLFXA003）

人类社会正迈向数字文明时代，在法治层面呈现出超现代性面向，全球正处于共同探索之中，各国

都没有可资借鉴的样本或者参照系。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

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下文简称《数据二十条》）率先提出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

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产权机制，淡化了数据所有权，更加强调数据的流通、使用和价值最大化。该

政策意见对我国数据市场交易、收益分配等相关制度的构建具有阶段性的意义。即便如此，鉴于数据存

在无形性、非消耗性、泛在赋能性等新型特性，以及数据要素市场培育与发展的不确定性。我国在理论

的研究上还不宜止步于探索性的三权分置机制，因为数据无法完全适用基于现实世界的财产形态的解

释范式，数据赋能实体经济和实现全民共享红利的要求尚需落实。本文基于“广义‘产权’包括一切财产

性的权利和利益”［1］（P145），以及权利和利益（或法益）区分保护理论框架，在对数据确权进路中的数据

价值实现与时代需求进行了反思后，试图证成数据利益化进路的正当性和相对优势，提出数据“利益束”

范式，以助力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血液”实现数据赋能和利益共享的功能。同时，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设

计数据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实现以及安全保护机制。

一、数据确权的数据价值实现与时代需求

数据是指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广义的数据包括数据资源、数据产品和数据资

产等，狭义的数据则是指数据资源，也就是本文所讨论的内容。由于不同类型的数据所投入的“数据劳

动”和产出的使用价值存在差异，在权益制度的构建上不宜混为一谈，而应当进行类型区分，这也是建构

科学数据权益制度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对于数据产品和数据资产有必要进行确权，并与现行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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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体系相衔接。对于数源广泛分散且尚未形成数据产品、数据资产等的数据资源则不宜确权，而应当将

其定性为一种利益予以利用和保护，并以数据高效流通为导向，实现数据价值最大化。

（一） 主要数据确权理论及其缺陷

由于论者们深受传统财产法律思维的禁锢，目前大多坚持数据确权是实现数据流通和交易的前提，

并将数据确权作为整个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在我国法律层面尚未对数据权属进行规定的情况

下，主要形成了以下学说：一是“权利分置说”，讨论的焦点包括数据所有权归属，以及数据用益物权的细

化与配置等问题。但“权利分置说”极其容易产生权利界限模糊和体系性不强的问题，如《数据二十条》

将数据权利分置为数据资源持有权和数据加工使用权，对数据产品设置了数据产品经营权。事实上，数

据的持有、加工和使用通常自成一体，如果人为干预或割裂三者的关系，不仅在逻辑上难以自洽，还会遗

留权利客体边界模糊的困境，最终只能将烫手山芋扔给法官。而且该三权分置机制还遗漏了极其重要

的“数据收益分配权”，在体系构造上缺乏完整性。二是“新型财产权说”，其主要观点是通过弱化传统财

产权的独占性和排他性等路径创设新的权利［1］（P144），来适应数据的流通利用需要。然而，此弱化进路

加剧了处于不对等地位主体（如数据主体）权利形式化的问题，也存在引发“权利膨胀”而导致真正权利

“贬值”的风险。更何况在数据指数级增长的背景下确权成本（如公示成本）巨大，数据利用“多重授权”

规则的适用也将导致数据利用效率降低、数据完整性缺乏等负外部性问题突出。故各国对于是否在法

律上将数据确认为一种独立的新型财产权较为谨慎。三是“知识产权说”，该学说混淆了已有知识产权

的数据化和机器生成的数据集合，对于前者应当严格地适用现有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对于后者需要讨

论的是算法本身的知识产权问题，而通过机器生成简单的数据画像或者商品评论汇编则很难构成知识

产权，因为这只是打开计算机或按下启动按钮的工作，由此产生的数据产品并非人类智力的创造［2］

（P152）。四是“公共物品说”，该学说认为数字市场应当被视为一种共享经济市场，数据可被定性为一种

公共物品。该学说肯定了数据的公共属性，但这增加了数据被滥用的风险，容易引发侵害数据安全的新

型“公地悲剧”，尚需制定更为精准和全面的治理体系予以保障。

（二） 数据确权的价值实现

数据的非独占性和非损耗性拓展了数据利用广度，这自不待言。日益成熟的数据清洗和去人格化

技术，也在技术层面回应了人们对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顾虑，推进了数据利用的深度。然而，数据本

无使用价值，只有在流通整合中才能产生使用价值。其价值实现规律主要包括：一是精准的数据才能够

提高决策的效率和质量；二是纯粹的数据入库存储不仅不利于数据价值的最大化，反而会导致数据价值

的消损；三是数据价值的发挥依赖于数据整合，良好的数据整合呈现出1+1>2的价值效应。简言之，数

据价值最大化中数据至少应当满足质量可靠、整合科学以及利用及时的要求。

与工业经济时代不同，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要素市场培育与发展并不必然依赖于数据确权，而且

“通过赋予各方主体以数据权利，无法有效实现数据的公平利用”［3］（P22），还可能会阻碍数据的流通共

享。其一，数据权利将具备其他物权所共有的明确性。与传统的生产要素不同，数据通常呈现出“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重叠样态。数据权属越清晰，需逐一获取“同意授权”的数据权属主体就越多，这

将减缓数据流通共享使用的速度，而难以满足数据价值实现规律中的利用及时要求。其二，数据权利将

具有排他性。物权都具有排他性，即“一个同一物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为不同的所有者所有”“同一物上很

少有两个用益权”［4］（P305）。该性质虽有利于保障权利人对物的支配权，维护其一元（自由）价值，但在

数据领域则不适用，因为数据具有天然的交互性、社会性和公共性，盲目地对其进行确权不仅与其特征

背离，还将阻碍数据的流通共享，让更能实现数据价值的主体无法拥有数据，最终可能导致数据利用度

不足，阻碍数字经济的发展。其三，数据权利将具有竞合性。在万物互联的背景下，数据确权将极大地

增加权利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也将增加权利登记和维权时的权利甄别难度，进而提高社会成本。况且，

数据确权虽然可以在形式上强化数据主体的数据自决利益，如删除权和撤回权，但这也将破坏数据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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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不利于数据产业的持续性发展。因此，通过套用传统的财产确权框架对数据进行

确权尚需商榷。

（三） 数据确权的时代需求

纵观人类文明长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并不存在权利，直到资产阶级革命不断深入，

才陆续建立现代权利（人权）制度［5］（P102-104）。如英国《权利法案》、美国《独立宣言》以及法国《人权宣

言》等。虽然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宣布的权利在形式上是普遍的，但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所有

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

自己的产品”［6］（P264）。在《论土地国有化》中马克思亦指出主张土地私有的论者是在“千方百计地用

‘天然权利’来掩盖掠夺这一原始事实”［7］（P175）。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利推进市场交易以赚取

更多资本的本质需求，披露了其用于实现压榨和剥削的目的所在。马克思认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

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7］（P364）。就目前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自由

主义已经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制度载体，其核心观点是“三化”，即自由化、市场化和私

有化，并以理性经济人、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和完全市场竞争等为基本假设［8］（P93）。在此主义的指

引之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似乎应当迅速对数据进行确权，但截至目前，各国均持谨慎态度而未对数据

确权。我国所坚持的应当是以整体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产权理论［9］（P15），所追求的是共享数据红利，

因此更有必要审慎分析我国当前和未来的生产方式、经济关系以及社会生活条件等，来决定数据是否确

权，以数据赋能生产和提高社会整体利益为核心构建数据权益制度。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其价值不局限于简单的数据交易所获取的经济增长，更为

重要的是作为数字经济的“血液”，为产业提质降本增效、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广泛赋能。我

国作为一个数据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拥有巨大的数据价值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亟须建立顺畅的数

据流通机制来发挥数据的乘数效应，以实现数据利益总量最大化，并在全球数字经济中实现“变道超

车”。然而，一方面，数据确权虽然能够保障数据参与者的利益，但权利作为个人利益的法权诉求，表现

为双方互相让步和妥协的结果，“一旦有人获得了这项权利，就意味着其他人必须把它放弃”［10］（P81），具

有显著的排斥他人共同权利的效果，这与以数据高效利用为基础的数字经济时代不相适应。另一方面，

创造数据价值的关键不在于数据本身，而在于数据劳动，是数据“活劳动”将数据的价值得以保存和延

续，并添附上新的价值［11］（P61）。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只有不断地开展包括数据生产、加工和经营在

内的数据劳动，才能创造更大的数据价值，满足人们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故更应聚焦对数据劳动激

励机制的设计，而非数据确权问题。此外，不够审慎的权利设置也将导致权利概念被滥用、“真正的权

利”失去威信，进而“引发（了）国家这个‘巨兽’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渗透，并最终导致（了）现代规制国

的诞生”［12］（P69）。这显然与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需求不相适应。

不可否认，基于法律对数据进行确权虽具有规则有效性，但数据确权尚缺乏规则实效性：一方面，数

据权利的形式化问题突出，即便是在未来也难以成为实质性权利。因为数据确权很难扭转数据主体在

数据管控和技术利用所处的极其不对等的地位和处境，也很难预估其数据被利用所带来的收益和风险，

并基于理性认知来合理支配自己的数据［13］（P48）。另一方面，将数据权利化后，数据流通共享因数据利

己主义者的过度控制行为而受限，甚至存在被一些数据头部企业垄断的危险，这种对数据资源的过分限

制忽略了“共同善”的价值，也会阻碍公共利益的实现，不仅不能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的数据流通机制，

反而加大了数据主体受到数据侵害和数据剥削的风险。故通过设立形式化和排他性的数据权利，既不

能充分地实现和保护人的利益，也无法平衡好数据权益保护与数据价值实现之间的关系。

我国《“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数据要素已成为最具时代特征的生产要素。随着数字技

术不断地改变和重塑社会的运行模式，以及数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生成与演进，人类正迈向

数字文明新时代。虽然当下还处在数字文明时代的探索阶段，但我们至少可以预见，在成熟的数字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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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人类所有活动都将建立在数据互通共享的基础上，并因此享受前所未有的高效与便利，而这需要

持续性的海量数据与更为精准的数据赋能作为支撑。与此同时，高端的数据劳动更多的是脑力劳动，而

智能化机器生产正在逐步取代一般性体力劳动，这使得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状态得到了有

效缓解。同时，数据劳动也远不止于谋生的手段，更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伴随着数字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数据劳动背后的集体财富也正在不断积累。这些都显现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有的特

征［7］（P364-365）。有鉴于此，数据权益制度的构建不宜简单地套用传统的财产确权模式，而应当结合数

据的特性，着眼于数字文明时代发展需求。

二、从数据确权转向利益保护的正当性与相对优势

卡尔·拉伦茨曾指出：“各种利益通过法律制度以其他方式也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而不一定要设定一

个‘权利’。”［4］（P279）在权益区分理论框架下，鉴于我国数据确权进路不畅，转向通过数据利益保护，符

合权益保护逻辑。相较于数据权利化中个人主义的赋权性保护，数据利益具有显著的利益平衡效能，属

于通过共同的评价所认可的具有通用性的价值存在，能够兼容数据领域的多项利益平衡［14］（P135-140），

更有利于满足数字时代多元主体的数据利益需求。

（一） 数据利益化的理论依据

我国关于权利范围的解释适用的是形式主义标准，即法律明确以“权”字命名的才是权利，其他的都

是单纯的利益保护问题［15］（P157）。由于我国现行法律位阶规范关于数据的规定均未加“权”字，在形式

上数据尚归属为一种利益。就两者实质区别而言，张新宝教授认为，权利至少包括特定的权利主体、明

确的权利内容和清晰的权利边界三项基本要素［1］（P153）。于飞教授也指出，在权利与利益的区分上，

“同时具备归属效能、排除效能和社会典型公开性的，为一种侵权法上的权利，反之则只能归于一种利

益”［16］（P118）。假设数据通过确权进路保护，所创设的数据权利很难说满足权利的基本要素。首先，“归

属效能”欠缺。一是数据作为权利客体缺乏可控性，基于数据的自动记录和智能处理，实践中产生和形

成的数据很少由数据主体控制和占有，在未经数据主体同意的情况下，数据主体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数据

被保存。即便是在数据消费过程中，由于消费者对其持有的数据缺乏实体占有，“是否能够访问你购买

的内容取决于云服务提供商是否能够履行它们的承诺”［17］（P64）。二是数据的权利主体不清。由于大数

据环境中任何数据都不可能为单一主体独占，实践中用户数据究竟归属于用户、平台还是企业，很难对

其中的权属关系作出精准的判断。三是权利边界模糊。不同数据主体的数据经过汇聚、融合、加工等处

理后，从单一主体数据演变为多元主体数据集合，这导致各类基础数据权属和不断衍生的新数据权属都

十分模糊。故数据权利主体、内容和范围仍难以具体确定。其次，“排除效能”欠缺。数据具有天然的非

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即一个人对数据的利用，并不会阻碍他人对该数据的使用，也不会减少数据对他人

的利用价值。由于数据的边界模糊性、强流通性和信息关系不对等性，数据权利也很难排除其他主体的

不法干涉。最后，“社会典型公开性”欠缺。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其范围、类型、利用场景、权属

等在经济学、法学等领域均存在的较大分歧。此外，基于Data（数据）——Information（信息）—— Knowl‐

edge（知识）—— Wisdom（智慧）四层金字塔模型（DIKW模型），数据作为其中的底层范畴，体现的是数

字经济时代信息科技发展反射到信息载体的阶段性形态。随着人类对外部信息载体和技术的掌握能力

不断增强、认知辅助体系不断成熟，在未来智能经济时代，“信号”可能成为数据之后的核心概念［18］

（P35）。这种载体变更趋势也反映出数据的阶段性属性，在此情形下确权对象是信息、数据、信号还是其

他载体，值得商榷。由此可见，数据财产权益尚未发展到稳定成熟的地步，很难说已经形成了典型、规律

和公开的权利特征。故数据尚缺乏权利化的基础，将其定性为一种利益更为合适。

（二） 数据利益化的双向平衡

首先，数据利益化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依据科斯定理，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无论初始权利被界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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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理性的主体都会对权利进行自愿的交易，以使社会生产实现最有效率的水平。数据一旦实现点对点

的交易，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据流通成本极低，零边际社会交易成本有望成为可能。因此，在交易成本

不断降低的前提下，数据权利的界定实际上缺乏必要性，反而是数据利益需要被进一步外化。

其次，数据利益化更利于数据的开放利用。相较于权利的明确性和强制性，利益更具有相对性和灵

活性。在没有排他性权利的局限之下，市场主体有更多的机会在数据市场中交易和利用数据，更有利于

形成具有公平竞争秩序的市场环境。以美国为例，该国立法并未将数据定性为一种权利，而是将信息隐

私定义为控制个人数据的权利，采用“大隐私”保护模式。其所关注的重点是矫正对消费者隐私产生侵

害的行为，在隐私保护与有效率的商业交易之间找寻平衡；允许一些企业在遵循相关法律且不存在欺骗

和不公平行为的前提下，无需获得消费者明确同意或签订合同也可以收集和使用其个人数据［19］

（P1465）；并主要依赖于法律框架下的企业自律和事后救济来保护权益。此种交易市场模式突破了多重

授权的约束，更有利于促进数据的高效流通、开发和利用，这也是美国数据产业（如OpenAI公司研发的

ChatGPT），领先于适用史上数据保护最严格法案——《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欧盟国家的

关键之所在。因为当ChatGPT获取的数据量足够，参数规模超过千亿量级时，能够产生“顿悟现象”或者

“涌现现象”，其理解语言能力和处理大规模任务效果能达到质变［20］（P9），而这种“顿悟”实际上是海量数

据驱动下的产物。

最后，数据利益化后数据权益能得到有效保护。法益作为刑法保护的核心而自不待言。就私法而

言，“利益在合同法上获得的根本不是弱保护。只有在侵权法领域，由于利益保护往往比权利保护需要

更强的要件，如存在保护性法规、违反善良风俗故意致损，这时才谈得到一种对利益的弱保护”［21］

（P143）。处理这种弱保护或者保护不足的问题，一方面可以对数据处理者进行明确的数据处理行为规

范，间接为数据主体划定一个需要保护的基础利益范畴，让其获得借由相关标准和政策所享有的具有衍

生性的反射利益。比如，目前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了大量数据（信息）处理规则、保护义务和责任承担条款，呈现为一种反射利

益意义的基础法益设定，可以有效保护数据主体利益。另一方面，“对于数据处理者的数据财产利益，我

国司法实践中存在著作权法保护、商业秘密保护、合同法保护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等多重保护进路”［1］

（P149），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行为主义保护模式。以企业经营数据为例，即便是授予企业数据持有权，

其保护力度也不如商业秘密强。此外，企业通常也会对外公布财务报表，若对这些数据进行确权，反而

会影响其他主体对此部分数据的及时利用。此外，我国民法、行政法、刑法三大部门法对于数据的保护

水平，已经远远高于财产权责任规则的保护水平，即便对数据进行确权，也只能适用责任规则，最终适用

侵权赔偿机制来保护产权，而没有任何实质意义［22］（P8）。

（三） 数据利益化的社会功能

相较于“数据确权只会增加数据利用的难度，而不会推进数据利用”［22］（P14），将数据利益化更方便

数据的灵活利用。其一，可以基于新的技术方式凸显和保护多样性数据利益。“数据立法在本质上是对

于多样化的数据利益进行的识别与确认，对于现实的数据利益予以法律上的调整，就形成数据法益”［14］

（P135）。在数字经济时代，完全可以基于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分布式共享、共识信任机制等特征与功

能，对数据利益直接进行更为公平高效的交易、分配和保护。其二，缓解数据私益和公益冲突。数据权

益制度的设计应当基于整体主义去优化数据利益配置，使得源自各个数据主体的数据将被充分共享，共

同推进数据价值的最大化，而非基于私权化加剧“数据烟囱”问题。利益的主要效能在于利益平衡，这对

于实现以整体主义为核心的权益制度、缓解数据私益和公益冲突、回应差序格局下的多样化利益需求均

有重要作用，显然更有利于数据主体享受数据带来的便利以及数据总体利益提升所带来的红利，以实现

数据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其三，将数据价值充分转化为社会整体福利，形成普惠共享的数字共同体。《数

据二十条》明确指出要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数据利益的立足点是人类生活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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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数据立法保障人类数据生活，促进信息文明发展的价值追求”［14］（P140）。一方面，数据利益化有

利于个人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数据利益化相较于数据权利化更为灵活，更有利于避免数据“囤积”的

现象发生，促进数据利益共享，缓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数据利益化有利于人人互惠与共享发展。数据利益的增加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共同追

求，每个数据主体的个体价值都应当得以凸显，且能够在共同体的辩证关系中实现价值并重和数据利益

互利共享。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数字经济体量和数字社会形态，数据的互利共享不仅成为一种

客观的经济社会需求，而且还成为推动数字经济时代权益制度转型的根本动力。

三、数据“利益束”的创设与功能价值

利益是一种事实状态，“利益的种类、形态原本就非常复杂多样，随时因应时代社会变迁而不断演

变”［15］（P28）。哈贝马斯曾指出，社会的复杂性程度越高，生活形式多样化和生活历程个体化的程度就越

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就越复杂，而如何对社会进行整合就是一个尖锐的问题［23］（P30-33）。海量数

据已然呈现出多样性、动态性、松散性特点，而亟须通过技术与制度的结合来实现数据整合利用。为此，

本文基于数据的特殊性和数字文明的发展需求，尝试性地提出了数据“利益束”范式。

（一） 数据“利益束”的基本内涵

本文尝试提出的数据“利益束”是对数据确权（权利）的否认，以及对“权利束”中“束”（bundle）效能的

吸收。目的在于将零散的数据利益整合化利用与保护。数据“利益束”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所有数据利益

关系，而非传统狭义的人对数据的利益。在数据“利益束”中，数据参与者对数据的利益，是数据参与者

对其他社会主体所持有的一系列数据利益关系，其中还融入多元价值和整体性利益，表现为多元主体的

各种利益以“束”的方式存在于数据参与者之间，并形成一种动态的利他的社会利益关系。换言之，在数

字经济时代，每一个数据参与者随时随地都“手捧”着一束代表多元利益的“玫瑰”，即便赠予他人使用也

会手留余香。如数据主体提供了自己脱敏的医疗数据，这些数据聚合起来形成的医疗大数据，最终会为

数据主体及社会群体的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建构数据“利益束”并不意味着未取得权利名分的利益在

法律上不能得到保护，而是为了形成一种更为系统灵活且能够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数据利用与保护

模式。

（二） “权利束”中的“束”效能汲取

“权利束”概念源于新产权学派的霍菲尔德教授，他将财产描述为“一捆棍子”（a bundle of sticks）［24］

（P1532）。他认为财产权不是由人对物的关系构成，而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基本法律关系所构成，是包括

请求权、特权、权力和豁免等一系列复杂权利构成的关系集合［25］（P30-32）。他的观点被学者们不断地丰

富和发展，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权利束”模式。该模式主要具有四大特征：其一，“权利束”具有聚集效

应（agglomeration effects）［26］（P217），是在某些组合中构成财产的个人权利的集合［24］（P1519）。其二，“权

利束”不是人对物的权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27］（P247）。其三，“权利束”具有可塑性，可以基于

整体性需求，通过政策性调整来增加或减少权利“棍棒”［28］（P888）。其四，“权利束”通过融入社会价值观

来定义财产权利，推进多元价值体系的形成［27］（P269）。

目前“权利束”模式为我国一些论者所倡导，他们认为包括人格权、财产权、国家主权等权利在内的

分散的数据权利，相互割裂且缺乏联系，难以形成数据权利内部统一价值标准与规则，故指出应当通过

“束”来确定数据权利的边界［29］（P60）。不可否认，“权利束”扩充了财产权的概念，“权利束的灵活性和相

对性不仅为数据权利分化提供了可能，还与数据保护的‘场景理论’高度契合”［30］（P91）。但这也意味着

“权利束”会随着场景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开放性，导致权利不断空洞化，进而“丧失了对何种权利

应当纳入及权利构造为何的解释力”［30］（P91）。不仅如此，“权利束”还存在以下局限：一是“权利束”模糊

了财产权和其他法律关系之间的区别，边缘化了财产作为对某物的权利的观念［31］（P724），致使财产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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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空”状态，数据主体人格尊严相关的数据保护相对欠缺。二是财产法学家最初提出“权利束”时，“所

观察的事实样本主要限于既存的有形财产”［32］（P149）。这导致作为新型财产的数据适用这一权利理论

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三是“权利束”并没有提出一种新的规范思想，而是一种分析性和描述性的思想［27］

（P247）。通过“束”来调整的多项权利，一定程度上使权利丧失原本的属性，如所有权的根本特征就在于

排他性，“束”的利他价值融入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排他性，进而损害了既有权利体系的稳定性。此外，

权利束“本质上是在所有权基础上进行权利的分解和分割配置，在每一数据上都同时确立多项权利、多

个权利主体，这完美符合反公地悲剧设定的条件”［22］（P12），其结果是产权人太多且相互制约，导致数据

资源利用不足。四是“束”中的各项权利变得松散无序，忽视了财产的结构性问题，导致“束界”模糊和收

益分配困难。对此，有学者指出“权利束”只是一句口号，其淡化或分散了财产权利的本应关注的焦点问

题，且没有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31］（P714-715）。

虽然“权利束”没有跳出数据确权的局限，且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但该理论中“束”的主要效能反映

了数据权益制度的需求，在数据“利益束”的建构中可以借鉴。其一，“束”的隐喻表明财产是人与人之间

的一组法律关系，而不仅仅是物的所有权或所有者与物之间的关系［27］（P249），对数据“利益束”的建构具

有借鉴吸收的基础。其二，“束”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和扩展性。不仅满足数据动态变化的需要。而且

“认可集体与政府对财产权的干预”［29］（P60），在不影响“束”的整体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基于国家政策来

增加或减少权利“棍棒”，满足数据利用的整体性需求，进而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高度融合，推动

多元社会价值的实现［27］（P269）。其三，不同于纯粹财产所有权的排他性忽略了财产的整体运作形态，

“束”解决了所有权模型对财产结构过于简单化刻画的问题，在数据“利益束”的建构中，应当基于“束”的

效能，兼顾数据利益关系的复杂性、互动性和整体性。

与此同时，对于论者们指出的“权利束”具有弱结构性、弱边界性的问题，在数据“利益束”的建构中

则可以借鉴“财产树”模式（the tree model of property）的相关效能予以补强①［28］（P872）。“财产树”模式与

“权利束”产生于同一时期，受民主与集体主义思想的影响，该模式在财产使用控制权与财产社会功能中

找到了新的平衡点［28］（P923-928）。“财产树”模式主要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通过树干来区别于其他财产或

权利，其中的树干主要是指控制财产使用的权利；二是强调国家只有为了实现极其重要的社会目标，才

能限制或重塑权利［28］（P906）。在数据“利益束”的构建方面，首先应当进一步明晰“束”与“束”的边界，并

在“束”的功能上，借鉴“财产树”模式在树干中所强调的社会功能，通过该功能来激励资源公平分配、参

与式管理和生产效能等社会价值的实现［28］（P872）。在“束”具体利益方面，应当借鉴其树枝中所关注的

权利主体的隐私保护、行动自由、平等获得生产资源以及资源合作管理的多元利益，以进一步增强“束”

的结构性和社会价值多元性。

（三） 数据“利益束”创设的功能价值

建构数据“利益束”是为了使数据参与者在互利共享的共识下实现数据的高效流通，最大限度地实

现数据赋能和数据红利分配。其功能价值还体现在：第一，融入多元价值，强调数据利益的利他性。利

他性是指社会主体自觉自愿让渡部分个人利益来赢得条件不充分环境中发展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前瞻

性［33］（P41）。2022年欧盟通过的《数据治理法案》（Data Governance Act）第四章就专章规定“数据利他主

义”，倡导成员国制定数据利他主义的国家政策。与纯粹的人对数据所拥有的利己利益不同，数据“利益

束”不仅包括个人利益，还捆绑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并将这些利益反映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实

现数据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高度融合，进而增加生活便利、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国家数字经济的快速

发展。第二，增加了数据利益的拓展性和整体性，系统地保护数据参与者的利益。通过对“权利束”中

① “财产树”模式认为，财产的结构就像一棵有着单一树干和许多树枝的树。该模式将财产分解成其构成要素（即束中的不同树枝），形成将财产与

其他权利区分开来的核心权利的树干，以及指代获取特定资源的树枝，并在树干和树枝中融入了多元社会价值和利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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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理论的汲取，将不同的利益捆绑起来，实现有效的社会性整合，有利于实现碎片化利益的系统化，确

保数据利益保护的全面性。再者，基于利益运行的整体规则来促使不同数据主体之间利益相互交融，增

强了数据利益的立体性，以避免将复杂的数据利益关系简单化。第三，优化数据利益的形成与分配方

式，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利益束”吸收了“束”提高“集体控制和再分配”水平的效能［26］（P216）。数据

参与主体基于整体主义共享数据和参加数据劳动，获得更多的数据收益，同时凭借自己拥有的数据“利

益束”来获得数据红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人人参与和人人受益的局面，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四、以数据“利益束”范式为核心的制度展开

数据“利益束”的核心特征在于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本文结合《数据二十条》提出的构建数

据基础制度的四大重点，着眼于数据利益关系、流通模式、收益分配和安全治理四位一体，尝试建构动态

灵活、有机立体的数据“利益束”运行机制（见图1）。

（一） “利益束”中利益关系的基本内容

每个数据参与者都拥有自己的数据“利益束”。在数据“利益束”中的每个数据参与者也将作为独立

的节点，在不同场景中基于不同的身份，提供、共享和利用数据，逐步形成人人参与的全网络利益格局。

以美团App为例，用户与美团之间的关系已经从单纯的消费行为转变为合作生产关系。其中，用户就至

少具有数据生产者和消费者两重身份，而且随着用户在美团App中互动参与度的提高，两者表现出共同

投入和深度合作的双向动态结构特点［34］（P73）。

数据“利益束”内容会随着数据量的积累和利用方式的增加而不断丰富。就数据利用趋势而言，纯

粹将数据主体作为数据来源所收集的数据已呈现出“小数据”特征，而“大数据”则是基于不断计算所产

生的新数据，如ChatGPT智能化聊天、写诗和撰文所产生的数据。因此，数据“利益束”的建构首先需要

基于利他主义和整体主义，在确保“小数据”全面性的基础上，满足数据价值最大化的需求。与此同时，

数据“利益束”还需涵盖数据利益的以下特征：一是数据具有动态变化性。即便是完全相同的数据，在不

同场景中所产生的价值也不同，呈现出或有或无、或大或小的状态。更何况数据的利用场景在实践中很

难基于数据主体的授权去确定，这导致数据主体对数据的收益和损害缺乏预判，而处于不确定性状态。

二是具有多样性。当前所收集的数据主要源自数据主体的底层数据，涉及数据主体多维度的生活和工

作等状态，而不同的数据主体对此也将产生多样化的数据利益需求。三是具有人文关怀期待性。当数

据主体贡献自己数据后，在无法控制和保护自身数据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基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期待

图1　数据“利益束”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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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于“家长主义”保护其数据利益。

具体而言，在数据“利益束”中，“束”类似于一根绳子，基于一组利益的共同性，将利益主体的数据利

益“捆”起来，以区别于其他人的数据利益。数据“利益束”应当将数据在现实中的控制和使用状态作为

不同数据“利益束”的边界，并通过融入包括促进数据资源的公平分配、参与性管理和数据价值最大化等

社会价值，在不影响“束”整体利益的情况下增加或减少“束”中的利益，以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高

度融合。就“束”中的利益而言，不应拘泥于传统权利的占有、使用、处分、收益权能的有限划分，而应当

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收益分配方案更弹性地认识和描述各种不同的利益主张，包括行为自

由保障和数字资源的有序获取等多元利益。此外，数据“利益束”包含了期待利益和现实利益，其中期待

利益主要包括信用优化或维持利益期待、回报期待和继续开发期待，等等。这些利益期待的重要性主要

取决于“特定时期的科技水平和社会生活想象力”［32］（P150）。现实利益则主要包括数据利益自决、持有、

收益以及获取最新数据，等等。特别是在数据价值并非自动实现的情况下，数据利益的增加必然依赖于

数据基础设施、分析平台以及一系列技术支撑，这些都依赖于底层数据发起者、组织者等数据从业者的

“数据劳动”和物质投入，其中的物质投入主要包括工具（如软件程序等）和场景建设投入，也应当归属于

“经过物化的已有劳动成果”［1］（P155），故需要在法律层面给予更多的收益保障，以提高数据从业者的积

极性。

（二） “利益束”中数据利益的流通模式

“利益束”是人与人之间的多元利益关系，将各种利益捆绑成“束”，拥有“束”的不同主体之间可以就

特定资源的利用达成最有效率的分割和利用协议［35］（P152-155）。当前超过95%的数据交易属于零散的

“一对一”交易，场内数据交易仅占数据市场总规模的4%［36］（P65）。由于缺乏完备的数据质量评估体系

和数据科技监管，这种松散的“一对一”场外交易导致数据质量难以保障。虽然目前我国数据流通形成

了线下存盘流通、传统互联网在线传输和定制化的数据接口即API调用形式流通等多种流通方式，但数

据市场呈现为“线上超大规模数据”样态［18］（P2），数据利益流通的最佳场景当然是互联网。

不同于可读的Web.1.0（静态互联网）和可读、可写的Web2.0（平台互联网），具备可读、可写和可拥有

（read-write-own）功能的Web3.0（价值互联网）将成为建立在区块链技术上的去中心化、用户主导且安全

可靠的下一代互联网。作为一种更加智能和赋能的互联网，Web3.0中每一个数据主体都可以成为自己

数据的掌握者、管理者和拥有者，不仅可以在互联网上读取、交互信息，还可以传递资产［37］（P5）。Web3.0

建立在区块链技术基础之上，而区块链技术能以安全、可靠和不被更改的方式，将特有的数据资产或数

据转移给他人［38］（P89），这对于建立数据交易中多主体信任机制具有重要作用［18］（P27），可以有效实现数

据“利益束”点对点传输模式，是人与人之间数据利益流通最为理想的运行状态。在实践中，目前北京、

深圳、娄底等地利用区块链技术，整合数字身份、溯源追踪、智能合约等能力，在数据交易和数据治理方

面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在国外，去中心化个人数据市场正在兴起［38］（P85）。基于专门的区块链技

术，“所有（数据）交易都是在保持数据的完整性又保证数据的私密性的前提下进行”［38］（P91）。应当说，

区块链可以有效解决数据利益流通可控难、互信难等问题。

此外，基于区块链进行数据利益流通还具有以下优势：其一，有利于增强数据利益的可信性。区块

链去中心化的共识信任机制，让各类数据主体从信任平台到信任系统转变，在技术层面消除了对第三方

数据（或储存处理）中心滥用数据的顾虑，而更愿意参与数据共同体的共创共建。其二，有利于提升数据

利益的开放性。“除了交易各方的私有信息被加密外，区块链的数据对所有参与者开放，任何参与者都可

以通过公开的接口查询区块链数据和开发相关应用”［39］（P16），这促进了数据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

效领域的有序流动，也提高了整个系统的数据运行透明度。其三，有利于推进数据利益跨平台流通。区

块链网络上的节点是基于共同的算法和数据结构单独运行的，可以在任何平台部署计算节点［40］（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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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数据利益更为开放的流通，拓宽数据利益互利共享的范围，在提高数据参与者参与感的同时降低数

据利益流通监管的成本。其四，有利于实现数据利益的溯源性保护。由于数据具备非损耗性、可复制性

等特征，在实践中呈现出交叉、重复和泛化的使用样态。加之数据恢复技术的应用，数据原本与副本之

间的可辨识难度日益增大，导致数据利益被侵害风险高且被侵害人举证困难。区块链作为一种以密码

学方法保障数据不可篡改、可追溯的分布式账本，具有记录透明和可跟踪等特征，可基于数据全生命周

期中的数据利益可信存证，对数据利益进行精准化和可追溯性保护。其五，有利于实现数据价值最大

化。区块链可以通过点对点网络同步记录数据利益，实现数据利益的分布式共享，以此来打破数据共享

壁垒，增加数据利益供给。区块链还改变了传统的中介化信用模式，可以从根本上保证数据质量［41］

（P62）。不仅如此，基于智能合约这一自动执行机制，还可以实现数据利益的自动流通共享，将提高合法

合规数据流通的效率，实现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三） “利益束”中数据收益分配的实现机制

分配公平是实现社会福利的前提性条件，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数据收益分配主要存在

两个问题：一是按照什么标准分配，二是如何落实分配制度。就前者而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我

国应探索建立健全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这一机制有利于数据资源的优化配置，也

有利于数据利益科学公正的分配。对于后者，由于在数据流通加工中准确计量和评价每个人的“数据劳

动”及其对于社会的贡献极其复杂，这使得按劳分配的直接对象由社会总产品中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转

变为商品价值的一部分，或者说个人劳动时间只有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能成为获取收入的依

据。因此，在数据收益分配的实现层面，我国宜采用“劳动——价值——凭证”模式［42］（P83）。其中，将数

据劳动产生的数据价值转换为凭证，成为实现数据利益分配机制的重要内容。

与Web2.0时代数据的生产者几乎没有参与个人数据市场不同［38］（P91），在Web3.0时代，“用户能够

真正成为数字经济的主人，并享受着数字经济带来的价值”［37］（P229）。这为《数据二十条》所提出的数据

共同使用、共享收益提供了技术支撑。在理论上，笔者提出的“共票”（Coken）是数字经济背景下应运而

生的全新数字化权益凭证［39］（P432），可作为数据“利益束”中具体利益所对应的凭证，基于“共票”的实践

运行来激励数据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并落实“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的数据利益分配机制。一是

其中的“共”可以类比为能够进行共享的股票，具备共筹共智的价值追求。在数据领域，让数据参与者获

得数据利益“共票”，不仅可以激励数据参与者提供和处理数据的积极性，还可以凝聚共识，促进数据参

与者与公共利益取向上保持一致，提高所有数据参与者的创造性。二是其中的“票”可以类比为数字经

济时代的粮票，不仅具有分配的功能，还兼具支付、流通、权益等多重价值。在数据利益“上链”流通过程

中，基于区块链可信时间戳技术、工作量证明（Proof-of-Work，PoW）机制等，数据参与者的数据劳动将有

机会实现更为准确的价值估值和价值转换，并据此获得包含多种利益的“共票”。而“共票”持有人被允

许在“数据链”上获得其需要兑换的数据利益，还可以兑换一定的实物或公共服务。目前，“共票”作为数

据贡献或劳动的转换凭证正在进行落地实践①。不同于普通积分制的积分获取标准主要与消费者的消

费金额挂钩，“共票”的获取依据主要包括：一是数据主体提供数据，并以数据质量和形成的影响为标准

获得“共票”激励。其他数据参与者也可基于智能合约所形成的共识（主要包括权利授予和收益分配等

内容）对这些数据进行加工，并基于其二次（或N次）加工行为获得“共票”激励。二是多次推荐和转发相

关数据或数据产品。在此途径中，数据参与者主要以其参与次数和提升数据产品影响力及其本身的数

据劳动获得“共票”激励。如此，整体上通过“共票”不断分享中增值以回报初始贡献者，形成反复迭代模

① 目前，笔者的团队与中国移动咪咕公司正在合作开展“共票”理论落地项目。以“共票”作为理论依据，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尝试打造“视彩号”内容

传播体系，构建优质“视彩号”筛选机制并写入区块链智能合约。无论是原创作者、二创达人，还是为内容点赞、打赏、分享的用户，都可以通过对

优质内容的传播和助力获得相应收益，进而形成商业闭环和良性内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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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充分激发数据主体的创造积极性和参与积极性。

“共票”理论具有实践可行性，也具有显著的优势：其一，突破了传统法律对于数据权属界定划分，模

糊数据权属，重在数据的共享和价值实现［43］（P210）。其二，为数据共享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内生激励机

制。“共票”可以作为大众参与创造数据的对价，使大众分享数据经济红利，从而激发共享数据之动力［44］

（P31）。“共票”不仅可以吸引系统外部参与并贡献内部系统［45］（P60），还将激励系统内部更为积极地共享

流通自己的数据，深入参与数据劳动，在解决数据共享激励不足问题的同时，增加全社会数据价值和可

分配红利总量。其三，更科学地落实数据收益分配制度，让所有的数据参与者都获得相应价值回馈。“共

票”不仅可以通过赋予数据分享与再分享，在数据的聚合使用中实现数据增值以回报初始贡献者，还可

以发挥其利益凭证的功能，更精准地分配数据红利。其四，发挥数据流通消费的功能，实现数据资源优

化配置［45］（P60），更好地实现数据利益的均衡发展，缓解数字鸿沟问题，促进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因

此，“共票”为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提供了可行的理论范式，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

实现。

（四） “利益束”中数据安全的治理方式

《数据二十条》指出数据要素基础制度的构建以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为前提。

数据“利益束”本身就包括了数据安全的现实利益和利益期待，应当受到所有数据参与者的保护。即便

某些数据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求，也“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访问和使用敏感数据。相反，访问

和使用应该受到既定原则和保障措施的约束”［46］（P1447）。对数据利益的保护应当是全方位和全阶段

的。然而，由于数据体量大、涵摄广、流度快，数据一旦受到侵害，基本无法实现修复并恢复原状，反而会

随时间流逝指数级地增大损害范围和损害程度。

在此背景下，虽然可以基于行为规制主义和责任规则模式来规范数据处理行为、保障数据主体的利

益，但是在万物互联的信息时代，传统的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数据要素市场的快速变化，已经陷入治理低

效甚至是无效的境地。我国宜借力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法链”（RegChain）治理体系，即通过

实现物理层面的法律规制和监管体系形式化和代码化，建构一套兼具操作性与扩展性的治理权限架构，

以弥补传统线下治理、条块分割治理等的不足［41］（P62）。对于“上链”的数据利益活动，应采用“以链治

链”（governance of blockchain by RegChain）的治理革新，对链上的数据利益活动进行穿透式治理。具体

而言，可编写数据安全相关的智能合约开展准入审查，使符合国家安全保护标准的数据利益才能“上

链”。在“上链”之后，所有数据利益活动也同样需要经过智能合约的合规审查，对于侵害他人数据安全

的行为，“法链”将及时予以警报；当侵害程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将自动通知网络警察处理。对于“链下”

的数据利益活动，则可以通过建立数据利益“治理链”“政务链”“司法链”等链条，将监管法律法规嵌入区

块链技术之中，通过代码的方式来实现法律法规的执行，进而形成动态、实时、数字化的立体治理体系。

当今世界正迈向数字文明时代，传统财产法律思维影响下的数据确权进路不仅难以建构主体特定、

内容明确、边界清晰的实质性数据权利，也难以调和数据私权化与数据共享之间的内生性冲突，满足数

字时代人们日益增长的超大规模数据需求。更何况海量数据确权本身也会极大地增加权利登记、权属

甄别等社会成本。我国宜基于国内实践，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建构中国自主的数据权益制

度。本文提出和建构的数据“利益束”范式，对利益进行了“束”的整合，增强了利益的整体性、利他性、动

态性等特点，以实现数据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平衡。该范式立足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融入区块链等技

术的一次尝试，不仅有助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促进我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将助力数字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进言之，将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是中国首创，也是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道路的重大创举。在数据基础制度的建构上，我国应当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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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以建构适应数据基本特征、符合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数据基础制度，加快推进数据领域中国自主

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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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dle of Interests"on Data：：
A New Theory on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System

Yang Dong， Bai Y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o establish exclusive and self-centered data rights will hinder the efficient circul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diverse values of massive data, exacerbating the inherent conflict between data privatization 

and data utiliz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differentiated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it is more le‐

gitimate and advantageous to adopt an approach that protects data interests. In China, it is advisable, taking 

data interests as the centerpiece of the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system, to construct a dynamic, flexible, and 

organic paradigm of altruistic "bundle of interests" on data between individuals, which will effectively coordi‐

nate and integrate the complex data interest relationships among diverse entities. With this paradigm, the net‐

work-wide benefit pattern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peer-to-peer data interest circulation, fully leveraging the 

user-centric and open-value internet efficiency of Web 3.0. Moreover, a reasonable mechanism for incentives 

and profit realization is to be established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 creation and sharing of data dividends 

among all data entities. Based on behavioral protection of data interests, an intelligent 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ensure data security. Ultimately, a new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system that is autono‐

mous and better suited to the development law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should be formed in China, thereby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 data element market; data circulation and sharing; data property rights; a bundle of inter‐

ests; a bundle of rights; blockchain technology; Coken; Regchain; 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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